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
大西南区域文化的发展及其文学呈现

陈　 辉　 朱寿桐

［提要］大西南地区由于相似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传统，形成了大西南区域文化共同体，它使西南各民族群体

具有了相近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凝聚而成的共有的历史观、家国观、民族观、价值观。 建构与阐释大西南文化

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巩固，它以区域文化的整体特征和地方活力有效充实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
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上，大西南文化可分为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和藏文化。 巴蜀盆地是中原文化推移中的“太极

眼”，对巴蜀以外的西南地区推化文化影响辐射，进而促进大西南地区文化交流互融，走向区域文化一体化。 在

当下，奇绝的审美价值与坚韧的文化品质，是大西南地区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突出的文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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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也是

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 在这一地理区域中，
主要分布有 ３０ 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人口在

１００ 万以上的壮、苗、彝、土家、藏、侗、布依、瑶、白、
哈尼、傣 １１ 个少数民族。 同时，大西南属于高原

山地地形，地貌形态多样，林业、矿产、江河资源齐

备，形成了独具区域特征的山地农业类型。 在这

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下，大西南地

区培育出的文化形态缤纷多彩，民族民间文化资

源丰富，从而形成了一个既依附于中原文化又极

富个性的次生文化区块。 再加之大西南地区在先

秦至盛唐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融入中原王朝的管

辖范围，其历史发展与文化特征十分符合费孝通

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１］。
“多元一体”理论大抵被认为是一种生成论，

它强调“多元”，在逻辑上更能论证中华民族一体

化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因此，就大西南而言，
“多元一体”理论更愿意将大西南区域文化特征叙

述为民族性与多元化，以此“认为不同且多样的地

方民族在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共
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

质的稳定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 ［２］ 这一叙述固然

符合地方民族汇聚为“一体”的国家族体生成史，
但忽略了国家结构中“一体多元”的国体建构。 并

且，更为紧迫的是，在具体的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

叙述中，由于叙述者强调民族特色、族群意识、边
缘身份与地方知识，并在全球东方主义话语与意

识形态正确的加持下，对多民族区域文化的叙述

越来越偏向于多元化，而忽略了多民族地区中各

民族的交流与互融，从而形成的整体性文化特征。
正如学者马戎指出，“这样刻意地寻找各族之间的

‘文化差异’而忽略或无视客观生活中各族分享的

‘文化共性’，”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形

象与“共同文化”具有消极作用［３］。
因此，在强调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现阶段，从“一体多元”而非“多元一体”的角度考

察大西南区域文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这不

是单纯地置换某一新兴理论，或否认“多元一体”
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对这一理论的再次深化与认

知拓展。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人们才能发

现在“一体”的宏观历史叙事中，地方之间、民族之

间长期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和某一地理



区块逐步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
大西南地区从自然地理板块到区域文化内核，本
身便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特征。 对大西南地区文化

共同体的建构与阐释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有效巩固，它以区域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和地方

性活力有力地充实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 也

正因为诸如大西南等地理板块的各个区域文化的

支撑，中华文化才得以成为一个“丰富的实体”。
本文通过探究大西南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
文化动力机制及其具体的文学呈现，以落实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而大西南文化也以自古以

来的奇绝审美价值与近现代以来的坚韧文化品

质，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

部分。
一、大西南区域文化成立的各方面因素

某一地理区域要形成结构相对稳定的区域性

文化共同体，不仅取决于这一地理空间内的自然

地理特征，还取决于这一空间内的社会历史与文

化传统。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七个地理分区之一，
虽远离中原文化地区，但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

厚。 其具体的地理范围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清晰拓延。 “西南”作为方位

名词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

之野” ［４］（Ｐ．３９１），“西南有巴国” ［４］（Ｐ．３９５），是指黄河中

下游地区西南方向上的边界模糊的广袤地带。 西

南地区有明确的地域指向，则最早见于司马迁著

写的《史记》。 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提出了

“西南夷”这一地理概念［５］（Ｐ．３６４），其具体指向为巴

蜀核心地区以外西南方向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学
者宋蜀华认为，这一地区“主要是指云贵高原和四

川的大小凉山地区” ［６］（Ｐ．９２）。
现代意义上的大西南地区是在传统“西南”

“西南夷”基础上的一种拓延。 一般认为，大西南

所覆盖的地区应该比“西南夷”的范围更广，除了

传统区域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以外，还
应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甚至包括

与重庆、贵州毗邻的少数民族地区：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近年来，基
于大西南文学框架的大西南地区超越了以往相对

稳定的行政地理范围，而日趋被认定为一种边界

模糊的文化区域。 实际上，传统中国理解的“华
夏”“四夷”，包括“西南夷”，主要是基于文化区隔

特征的一种地域划分，这种文化地域划分在具体

的地理范畴与接壤边界上本身就是模糊的。 而现

代意义上的大西南地区之“大”便体现了这种模糊

性，它不仅是对西南地区地形的一种科学的深入

认识，将相似及延伸的地理环境作为考察对象；还
是对西南区域文化包容性的一种承认，深厚文化

本身便具有延展归化功能。 正如王贵禄所言，“文
学的边界毕竟不同于行政区域的边界，文化的交

叉性、渗透性使文化的边界具有模糊性，” ［７］因此，
文学文化及其文化区域不可能具有明确的界限，
这是对文化及文学本质的一种尊重。

地理地形上，基于文化包容性的大西南地区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它处于中国大陆的

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主要包括四川盆地、云
贵高原、青藏高原三大地理类型。 整个地区内高

山林立，河流纵横，群山之间还镶嵌着少量的平坝

地区，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地地形，加之在气候上以

亚热带季风气候与高山气候为主，自古以来便形

成了盆地水田农业、坝子农业、垂直农业、高寒河

谷农业等多种农业形态。 正由于大西南地区高山

林立、农业类型多样，在大西南区域文化的大体系

中，各具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才得以生长保留。
近现代历史上，传统的西南地理概念演变为

现今的大西南地区，直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军

事政治形势。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以来，随着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中国人民逐渐意识

到大西南地区乃是中国抗战的最后屏障，是中华

民族救亡图存的大后方。 国民政府内迁与学生、
教师、知识分子向大后方转移，带来了大西南地区

期刊报业的发展高潮。 １９３９ 年底，迁往及创刊于

大西南地区的各类期刊报纸都提到了“大西南”这
一概念。 期刊《西南青年》《战时教育》《广西教育

通讯》《抗战》《时代批评》《大公报》《时事类编》与
报纸《大公报》重庆、桂林、香港各版等，都发表了

大量标题中含有“保卫大西南”字样的时政文章；
期刊《音乐与美术》 《少年战线》 《歌咏岗位》等也

纷纷转载了桂林音乐家陆华柏创作的群众歌曲

《保卫大西南》；期刊《天下》１９４０ 年第 １５ 期刊载

了多张反映“保卫大西南”群众活动、街头演讲的

时事照片；现代漫画家张谔于 １９３７ 年创刊并主编

的《漫画战线》与于 １９４１ 年出版的《漫画自选集》
都收录了大量主题为“保卫大西南”的时政漫画。
可见，随着“保卫大西南”主题的各类文艺作品的

发表，大西南已经有了自己初步的整体形象，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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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能够带给中国人希望与坚韧的最后根据

地。 １９４４ 年，闻一多在昆明进行题为《组织民众与

保卫大西南》的演讲时，就将大西南称作“抗战的

最后根据地的大西南” ［８］（Ｐ．３８８）。 自此，人们便将大

西南的地理范畴与抗日大后方联系起来。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

进到大西南地区。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

正式成立。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对盘踞于大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全面

进攻。 《时代》《新中华》 《华中文汇》 《经验交流》
等期刊报纸从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１ 年刊载了“进军大

西南”“解放大西南”等实时报道。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８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管辖西南地区诸省。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西藏和平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解放了，整个大西南解放了。
至此，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全部解放了。” ［９］（Ｐ．４０５）

可见，西藏理应划入大西南地区。 在近现代历史

上，大西南地区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军事地理

单元，它于抗日战争时期被视为顽强、坚韧的形

象，于解放战争时期被视为胜利、希望的象征。
政治经济上，鉴于西南诸省经济条件的相似

性，大西南地区很早就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经济

发展单元。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出于稳固

大西南与支持经济发展的综合考虑，便提出了“西
南大开发” ［１０］（Ｐ．２９２） 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１９８３ 年

底，我国开始提出“开发大西南”的经济发展设想。
其基本设想是“三省四方” ［１１］（即四川省、贵州省、
云南省加重庆市）经济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发

展。 随后，“三省四方”逐步演变为“四省五方”
（加上广西）、“五省区七方” （加上西藏、成都）、
“六省区市七方” （重庆升为直辖市）。 ２０１２ 年以

来，国家加强了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跨省区的各

类区域经济纷纷出现，大西南地区效仿“长三角”
“珠三角” “中三角”等经济圈模式，陆续实现了

“四川盆地经济圈”“成渝西昆贵菱形经济圈”“成
渝西昆贵 （钻石） 经济圈” ［１２］ 等经济战略设想。
“大西南经济区”及一系列经济圈的提出与形成使

大西南诸省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 大西南

诸省在彼此认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贯彻区域经

济发展的大战略，相互依存，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形成了具有较高自足性、完整性、独立性的区域经

济生态环境。
大西南地区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层面皆可

被视为一个区域整体，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还是内在的文化联系。 大西南以本土的高原山地

文化为基础，在与外部地区的长期交流中，整合吸

收了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形成

了具有混合气质的大西南区域文化。 正是基于以

上认识，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上世纪 ９０ 年代地域

文化与文学研究兴起以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大

西南文化的特殊性。 从顾颉刚 １９２８ 年组织《西南

民族研究专号》，到杨成志 １９３２ 年成立“国立中山

大学西南研究会”、创办《西南研究》、兴起“西南

研究”，再到江应樑 １９４８ 年提出 “西南学” 的构

想［１３］，老一辈学者多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

角度考察西南地区之社会民族，部分涉及对大西

南文化的研究，但缺乏整体性的文化共同体的视

角。 ２００２ 年，专著《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
（李怡、段从学、肖伟胜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首次提出了 “大西南文化” 的概念。
２０１５ 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文

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大西南文学论坛”更加正式

地确立了“大西南文学”的命题，并以此带动着“大
西南文学”研究［１４］。 此命题虽以文学为后缀，但
先天地持有超文学的大区块的文化研究立场。 自

此，大西南区域文化概念、大西南区域文化共同体

理念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二、“太极眼”文化动力辐射与三种地域文化

形态

大西南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大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体，其中

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与智慧。 大西南区

域文化共同体是大西南地区各民族增强中华民族

认同、增强国家认同的基石，是充实中华民族“文
化共性”的有效实体。 “在国内交流中，中华文化

是多元的、分型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

化的显现。 而在对外交流中，中华文化是一体的，
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少数文化，亦或是地域文化，
均以中华文化展现， 代表的是国家的整体形

象” ［１５］。 而中华文化与大西南区域文化则是一体

多面的关系，大西南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大西

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体现，是中华文化中大西南地

区各民族深度交融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典型。
聚焦区域文化，探究区域文化的历史发展、内在结

构与动力机制，是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题中应有之义。

９６１文　 学



大西南地区多民族互聚互融，大西南区域文

化一体化，是在经历几千年的风雨患难中形成的，
这与近代以来西方某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民族是

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有着根本不同。 中华

文化有其发源地与核心区，它经历了从“三皇五

帝”至秦朝建立的多次社会变动，众多部族在这多

次变动中相互接触、联盟兼并，从而形成了华夏与

四夷互动融合的基本格局。 而后，在秦朝以来两

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原文化的涤荡推化

作用与地方部族“见贤思齐”式的文化认同，中华

民族及其维系枢纽的中华文化得以凝聚形成。 而

大西南区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涤荡作用与文

化认同心理下，逐渐趋附于华夏文化，从而融结成

文化整体。 在大西南的地区格局中，最先接触华

夏文化并推化文化影响力的是巴蜀盆地地区。 这

一判断并非是无中生有，而有着确切的历史依据。
杨义先生在分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

机制时曾指出，中华民族的一条黄河、一条长江使

南北方民族在接触碰撞时，有了更大的缓冲空间。
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这样的多民族大融合中，
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波”，它深刻影响着周遭

地理板块的文化发展走向。 一方面，周遭地理板

块在吸纳、化解这一文化“冲击波”；另一方面，这
股“冲击波”又受到周遭地理板块区域文化的深刻

影响。 随着南北文化涤荡及其与周遭地理板块的

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圈也在越扩越大。
同时，杨义先生指出，在中原南北方文化交融形成

的“冲击波”与周遭地理板块之间，存在着一东一

西两大行使文化推移作用的“太极眼”，这便是西

部的巴蜀盆地与东部的环太湖流域［１６］。 此论对巴

蜀盆地“太极眼”的定位可谓眼光独到，它十分准

确地揭示了大西南区域文化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机

制。 在此论基础上，下面对巴蜀盆地“太极眼”推
移机理与地域文化具体形态进行阐释。

“太极眼”又称“太极鱼眼”，太极阴阳两极相

互推移，相反相成，永远蕴涵着动与静两种势能，
而阴阳“太极眼”至关重要，决定着阴阳两极的推

移方式与推移方向。 巴蜀盆地与环太湖流域基本

位于同一纬度线上，并且处于秦岭—淮河南北分

界线附近，它们在各自的地理区域中，起到了重要

的文化辐射作用。 巴蜀盆地中的成都平原是大西

南地区最大的平原地区，其农业类型属于季风型

水田农业，农作物通常是一年两熟至三熟，肥沃的

土地与丰富的物产使其获得了“天府之国” “天府

粮仓”的美誉。 从地区历史的角度考察，巴蜀盆地

是大西南地区中最早融入中原政权的地区，其后

也多次成为促进中国“大一统”的重要力量。 早至

公元前 １２ 世纪，巴蜀盆地的巴与蜀两个地方政权

就曾帮助周武王发起对商朝的兼并战争，《华阳国

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
乎《尚书》。 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 ［１７］（Ｐ．６）。 巴

蜀地区的士兵在伐纣战争中表现得十分积极英

勇，由此可见，巴蜀地区很早就成为中原政权的统

战对象。 在公元前 ５－４ 世纪，巴、蜀开始与秦国、
楚国接触，多方之间相互联盟攻伐。 在接下来 １５０
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出了 ５ 位能人。 张仪，主要

的征服设想者；司马错，这一设想的军事执行长

官；张若，政治管理官员；李冰，伟大的水利工程

师；文翁，有名的教育家。” ［１８］ 中原王朝逐渐实现

了对巴蜀地区的征服与文化统合。 至公元前 ２ 世

纪，巴蜀盆地在吸收外来者带来的中原文化的基

础上，使巴蜀文化达到了顶峰。 当文翁担任四川

地方郡守时，他一方面选拔遣派地方基层官员去

汉王朝首都长安进行学习，另一方面组织儿童去

学堂就学。 至此之后，巴蜀盆地一直是中国政治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 并且，秦朝能完成中

国统一，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秦惠文王时期占据

了巴蜀地区，从而拥有了广阔的地理战略与丰富

的物产粮食，以此支撑秦并六国的统一战争。 在

往后的朝代更替中，巴蜀地区都有力支持着国家

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因此也出现了“得巴蜀

者得天下”的说法。
司马错在与张仪争论秦国先伐蜀还是先伐韩

问题时，指出： “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

也” ［１９］（Ｐ．８）。 在先秦时代，与三星堆文明相关的巴

蜀地区似乎未形成强势的文化体系，但对西南边

域仍具有统摄作用。 随着秦国征服蜀国、经营巴

蜀地区，由此带来的中原部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

人口迁徙，巴蜀盆地成为大西南地区中最早且最

深度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域，巴蜀文化也成为

了大西南地区中最早融合继而最早推化中原文明

的中介性文化。 因此，可以说，巴蜀盆地是中原文

化推移中的“太极眼”，是地块结合处的文化中介

地区。 而巴蜀盆地西南方向以外的地区在保留自

身本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在相当程度上也接受

着作为中介的巴蜀文化的“第二度辐射” ［１６］。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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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以外的西南地区自古便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接纳了北方古羌人部族的南下、东方三苗部族的

南迁与其他北方种族的迁入。 正是在长期的部族

迁徙与文化叠加当中，西南少数民族受到了巴蜀

文化的影响，他们既保留了自己部族的文化习俗，
又以各自的方式接纳着巴蜀地区推化的中原文

化。 加之历史上国家政权的更替与汉族人口的迁

入，包括巴蜀盆地在内的大西南地区持续接受着

中华文化的辐射影响，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古老中

原文化因素，使该地区的文化呈现出混合与多层

的特征。
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上，大西南区域文化大致

可分为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和藏文化。 巴蜀文化

是在中原文化直接影响与创造性转化下形成的表

现出历史延续性与文化辐射能力的区域性文化。
鉴于其特征明显的平原型水田农业类型，巴蜀文

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滇黔文

化由滇文化与黔文化组成，存在着共同的关于大

江大河的迁徙传说与对槃瓠的图腾崇拜。 滇、黔
保留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多元民族文化，各种不同

类型的民俗风尚与生活习惯在这里兼容并蓄，其
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黔地的大山鬼神文化、滇
南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与滇北纳西族的东巴巫文

化［２０］（Ｐ．２８５－２９７）。 藏文化是大西南区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云
南四省部分地区。 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古羌人

先后在汉代、唐代就与汉人接触互融。 唐朝建立

以来，西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
据学者沈桂萍分析，其文化经济交流主要通过两

条通道。 其一是唐蕃古道，从唐朝首都长安出发，
穿越陕、甘、青、藏四省区，到达拉萨。 历史上，文
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走的就是这条通道；其二是

茶马古道，中原地区的商品经由四川，过黔滇，最
终到达拉萨。 茶马古道再次证实了巴蜀盆地的中

介转运作用，它既促进了大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又促进了大西南地区文化交流互融，走向了区域

文化一体化进程。
三、大西南文学中的时代主题与地方表达

文学是一个地域群体精神活动的外显性标

本，是区域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 生活在同一个

地理区块中的人们从事着相似的生产劳动，从而

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这也决定着

这个地域的人们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认知体系与道

德评判方式。 其中的文学工作者将这里的生活体

验转而诉诸于文学作品，这便是地域文学的发生

逻辑。 大西南文学通常被认为“是以大西南的地

理人文环境为审美对象，或是以大西南的地理人

文环境作为背景的文学。” ［７］ 因此，它与是否由大

西南地区作家创作并无直接联系。 更重要的是，
作为区域文化集中体现的大西南文学应在吸收地

理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与社会理想，
展现大西南地区更为典型的“文化共性”。

实际上，现代文学批评家很早就注意到大西

南作家作品的某些共通性。 如鲁迅在《现代小说导

论（二）》中评述蹇先艾小说时，写道：“如‘水葬’，却
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

……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２１］（Ｐ．１１３）其

中表现了鲁迅对西南地区作家表达时代启蒙主题

的认可，同时又充满了对西南地区的边地想象。
再如文学史家洪子诚就注意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出

现在中国文坛的“西南边疆诗群”，此诗群包括了

随军西进云贵川地区的一批青年诗人。 对于他们

的诗歌艺术共性，洪子诚分析道：“他们的创作有

超乎当时一般水准的表现。 除了个人的条件外，
与他们生活的自然、人文环境不无关系……虽说

他们诗的‘题旨’并无很大不同，但自然景物和民

间风情成为感情的背景或投影” ［２２］（Ｐ．６２）。 同时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西南文联”开始设置在重庆，其
机构便囊括了云贵川藏文学艺术界。 可见，人们

很早就认识到大西南地区文学的共通性，以此开

始逐步确立“大西南文学”的概念。
在文学寻根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鉴于大西南

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特性，西南作家都积极参与

了这次寻找本土文化的文学思潮。 其具体行动表

现为，西南地区文学协会开始组织大西南地区的

文学活动。 四川作家协会 １９８６ 年在四川长宁县

举办了“西南五省区作家联谊会”，贵州作家协会

１９８８ 年在安顺市举办了西南五省区“龙宫笔会”。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地方刊物《边疆文艺》于 １９８５
年更名为《大西南文学》，这是文学界第一次提出

“大西南文学”的概念。 该刊旨在刊登西南作家的

各类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评论、通讯、油画等，扉页处的《该刊致读者》写出

了发展愿景：“使她能迅速传递当代最新的生活气

息，荟萃振兴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壮丽斗争的各

种文学佳品” ［２３］。 这些文学活动与办刊主张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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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作家、学者对建设大西南地域文学的努力。
同时，大西南文学不能仅仅作为读者观赏地

域独特景观的人为装置，不能仅仅因为表现了大

西南的生活经验而只受到大西南读者的欣赏与认

同。 大西南文学除了充分展示地域特征之外，还
要超越地域性认知，真正地走出去，追求表达时代

主题，“使地域文学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版图的必要

构成” ［７］。 对于西南作家而言，时代家国主题与地

方表达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是时代共性与作

家个性辩证统一的体现。 西南作家只有实现了这

两者的辩证统一，大西南区域文化共同体才能在

文学创作方面呈现出来，成为可能。 例如，四川作

家李劼人的突出贡献便是使时代主题与地方表达

完美结合。 他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

前》《大波》，一方面是典型的巴蜀地域文学，其小

说以成都平原作为故事发生与人物活动的自然人

文空间，塑造了邓幺姑、顾天成等一系列巴蜀人物

形象，并由这些人物形象展现出巴蜀地区独有的

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服饰风格、方言土语、茶馆文

化与地方行会；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作家对时代、社
会、民族、历史的深入思考，“大河小说”展现了四

川地区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变化，涉及了维新运

动、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四川独立等重大历

史事件，邓幺姑、顾天成等人物的命运也在这些历

史事件中历经世事变化，体现出国家命运与个人

命运的紧密联系。 时代性的救亡图存主题与地域

性的人文景观表达相映成趣，成为了李劼人小说

中最为出彩的部分。
再如，贵州作家蹇先艾是乡土小说家的代表，

他从贵州到北京，向鲁迅求教，积极思考社会问

题，寻求时代表达。 其创作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地

方色彩，大多反映了贵州人民的艰难生活，他写过

贵州土地上的马夫、挑夫、滑竿匠、贩烟客、乞丐、
失业青年、家庭主妇等底层人物。 但同时，就如他

的代表小说《水葬》，蹇先艾写对小偷执行死刑“水
葬”的过程，在方言土语与山村环境的外壳上，更
重要的是展现了作者批判蒙昧礼教、批判看客麻

木的时代启蒙精神。 无论是李劼人，还是蹇先艾，
抑或是其他想要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力的西南作

家，必须经由地方表达的路径，以反映区域文化共

性，以构成时代文学版图之一部分。
四、结语

大西南地区由于相似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

资源，形成了整体性的、自足性的区域文化共同

体，它使生活在大西南的各个民族群体具有了相

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以及凝聚而成的共有

的历史观、家国观、民族观、价值观。 大西南区域

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基本特征，都与中原文化的推

移作用相关，这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

性。 中华文化也正由于各个区域文化的充实而成

为一种丰富多元的文化共同体。 当然，大西南区

域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推化作用的过程中，并不

是单向承接，它也对建构中华文化共同体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此处仅对大西

南文化为中华文化贡献的奇绝审美价值与坚韧文

化品质，作抛砖引玉式的阐释。
自司马迁《西南夷列传》伊始，大西南便“不是

一个自在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象征着他

者、边疆、绝域殊方，其具体形象本身是“由外及内

‘被西南化’的产物。” ［２４］一方面，大西南的地区特

征被称为境多奇绝，其区域内分布着高山、河流、
峡谷、森林、草甸、平坝、溶洞等多种地质形态；另
一方面，大西南是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尤其是

基诺族、傈僳族、水族等为大西南地区独有，造就

了多元民族文化的格局。 境地奇绝、文化奇绝成

为人们对西南地区的“边地想象”。 尽管在当下，
这种地域想象在不断祛魅，人们愈加清晰地认识

到西南地区的人文地理特征。 但大西南集中呈现

的奇绝已然变成一种审美价值，而贡献为一种常

识性的审美类型。 大西南区域文化拥有异常丰富

的内核，学者白浩曾将其独特的美学精神总结为

三点：“一是风格多元的绮丽化，二是多民族融合

的多民族化，三是万物有灵式的神秘文化。” ［２６］ 此

处补充一点，在近代历史中，大西南作为抗战时期

的大后方，因其具有的战略回旋价值与丰富的物

产资源，支持着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 大西南在

近代以来就成了中华民族大后方的代名词，具有

了抵御与希望的象征意义，进而生发出坚韧的文

化品质。 综上所述，奇绝的审美价值与坚韧的文

化品质，此两者是大西南地区熔铸中华民族共同

体最突出的文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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